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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統戰工作」早在中國共產黨於

1949年擊潰國民黨後已經完結。事實是，「統戰工作」遠不只是共產黨人
與國民黨人的統合，還包括許多政治團體、海外華人、宗教信仰者等等工

作。一些少數政黨和團體（如民主黨派）更在孤立國民黨的統戰策略中發

揮著重要角色。在往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1950∼1956），這些被中共
以統一戰線所認證的所謂民主黨派，在幫助與舒緩這一劇烈轉變中也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民主黨派被中共影響與民主黨派對此的怨懟在 1956~1957
年的「雙百運動」中被釋放出來，但因為中國正在廢除私有財產與階級，

這些問題都變得不再重要。之後民主黨派也支持著 1970年代晚期所開展
的經濟改革，而當今中國社會正變得越來越複雜，也積累了更多新的社經

團體，故統戰部門和民主黨派也被要求去代表和聯合這些新團體，從而保

衛中共的領導權、並同時促進發展與統一。本文認為那些在 1950年代面
對的問題仍然存續至今、而且似乎更為加劇，因為中共在選擇合作對象上

的過度控制，使得這些團體並不能夠準確地代表新社會團體的利益。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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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系統性問題，也有助於解釋統戰部門在預防其他的問題上、例如宗教

信仰者和少數民族騷動上能力的缺失。

關鍵詞：統戰工作、統合主義、系統性限制、宗教與少數民族人士

*　　*　　*

近年來，數起顯著的族群動亂事件已對中國社會造成動盪，如 2008年的西藏
騷亂和 2009年之新疆叛亂。儘管不同宗教團體之間—以 1999年之法輪功團體最
為人知—的衝突與摩擦較少受到關注，其意義仍十分重要。這些衝突事件之成因和

性質雖然各自迥異，然而衝突事件之崛起可部分歸因於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共產

黨），以統合主義作為其統一戰線接觸、代表、甚至影響宗教團體和少數族群的手

段之一的制度性侷限，這些限制降低了代議團體（representatives）判斷其所屬團
體的感受與問題的能力，並削弱向上傳遞訊息的準確度。

早在 1939年統一戰線策略確立之初，毛澤東將統一戰線同黨的建設和武裝鬥
爭，列為共產黨之三大法寶（Mao 1967[1939], 286）。統一戰線工作部（以下簡稱
統戰部）本質上屬於政黨組織（Party），並非政治組織，其任務乃贏取黨外非「自
然」（natural）選區的工人與農民團體的支持，以號召對黨的政策與工作之認同，
對抗共同敵人。然而，1949年沿統合主義路線，將統一戰線正式實體制度化後，
衍生出看似系統性的問題弊端，這些弊端讓共產黨在 1949年到 1960年代之間深受
其惠，原因在於毛澤東急於藉由廢除私有權（private ownership），消弭階級、宗
教、甚至族群差異，以發展社會主義。

自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朝向經濟成長和社會多元主義發展，導致
新社會階層（new classes）和利益團體的崛起、宗教復興、以及新一波族群間緊張
的現象。而統戰部經過重新整頓，回應來自新興團體的問題，和既有團體如宗教團

體和少數民族捲土重來的挑戰。其中，統一戰線統合主義形式的制度性限制或許能

說明，為何統戰部在聯合能夠確切反映言論和團體傾向的盟友時遭遇困難。再者，

即便一時之選的盟友能夠反映所屬之利益團體，加入統一戰線後伴隨的條件與利

益，將迅速深化其與所屬團體的鴻溝。因此，少數黨派與團體（MPGs，以下稱為
民主黨派）整體將更難表達支持者的想法和公共意見；同樣地，宗教領袖亦無法反

映其信眾的心聲而脫節，而族群領袖也有可能只為少數人發聲。

統一戰線的演變，因為涉及民主黨派，而道出其目標與結果之落差。相關討

論指出，在統合主義的中介體（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與統一戰線宗旨相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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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背景下，統一戰線在 1949年後以統合主義形式制度化。綜觀統一戰線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目標移轉，彰顯出統一戰線的工作主軸，已逐漸轉變為處理日益

複雜的社會多元主義問題。這項觀察指出統一戰線的當前目標與共產黨管控的中介

效果（intermediary effects）相互牴觸，並以此結論解釋目前已知的統一戰線對宗
教團體與少數民族的工作問題，然而如此解讀將使問題越發複雜，加深其盟友作為

代議團體與所屬利益團體之間的鴻溝。這道鴻溝道盡統一戰線的盟友，作為線人

（informants）傳遞訊息的缺失，同時顯示對倡導統一戰線作為協商民主，和有效
替代西方民主的可能形式，就主要前提提出質疑的侷限（左憲民、李賀林 2008）。

壹、統一戰線概述

簡單來說，統一戰線之宗旨乃企圖聯合所有可能之盟友，為對抗共同敵人或共

同目的而奮鬥，甚至短期遇有重大退讓，亦在所不辭。統一戰線，或人民戰線，在

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曾是重要的戰略和策略工具，用以贏取反對陣營
的潛在支持，或者使之保持中立。共產黨起初受第三共產國際的支持，在第一次國

共合作時期，採取上述手段，稱為聯俄容共（1924~1927）。聯俄容共允許新成立
的共產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Nationalists），以下簡稱國民黨，而
非國民革命軍（Revolutionary Guomindang，以下簡稱國民黨），該政策之目標乃
試圖將第一次國共合作左傾，並轉型為共產主義運動（Elleman 1995）。然而，在
蔣中正成為國民黨之領導人後，便企圖限縮共產黨於黨內之影響。1927年 4月，
數千名共產黨黨員、左翼分子、和工會組織者（union organizers）慘遭清黨政策整
肅—一場被形容為讓人聯想托洛斯基和史達林間政治鬥爭的巨大災難事件（Isaacs 
1938）。共產黨雖於 1921年甫正式成立，係一個由個人、小型知識團體、和潛在
革命勢力組成的鬆散集合（Van den Ven 1991）。儘管仍有問題尚待解決，統一戰
線仍催生出富有經驗且獻身革命事業的積極分子，以握有和國民黨及其軍隊大量珍

貴的人脈網絡感到自豪，而共產黨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兩大教訓，便是體認到

組織獨立運作的需要，以及一支確保其安全的軍隊。

在日本企圖向外擴張至中國後，第二次國共合作於 1936 年成形，並在名義
上持續至 1945 年。儘管國共合作之重要性再度受到蘇聯支持，該合作僅是統一
戰線廣泛架構的部分之一。藉由強化愛國主義的形象，以及對先前諸如地主和資

產階級等階級敵人的妥協退讓，第二次國共合作實際上徵召所有可能協助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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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體，對抗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而最終目標便是消弭國民黨之合法權威（Van 
Slyke 1967）。來自政治光譜左右翼的許多小型政治團體、學術權威和非共產黨的
抗爭者（non-communist activists），即使為數不多，均成為共產黨的鎖定對象。
另外，1941年國共實質分裂後，共產黨對於上述人士的吸收（cooptation）、滲透
（infiltration）和操控仍持續進行。面臨日本侵略而急需統一中國陣線的政治壓力，
道破蔣中正無法正式終止國共合作，或公開攻擊共產黨軍隊的勇氣，使共產黨在日

後接續的國共內戰中，最終得以重建並整裝待發。城市的少數黨派及團體，或稱

為民主黨派，是面臨日本侵略、國土存亡之際，號召國家團結的主要聲浪（Groot 
2004）。

珍珠港事變後，共產黨調整其統一戰線工作，將贏得共產主義革命之勝利設定

為目標。由於民主黨派向地下共產黨員提供城市庇護及與菁英商業人士、學生、作

家和出版商之聯繫管道，而這些都是塑造公共言論和提供金援、物資、服務與技術

的重要團體，使得民主黨派越發重要。這些受過教育的團體被視為模範榜樣，而他

們的出版品亦成為主要形塑公共言論的影響來源，在國共兩極的意識形態之間表達

不同意見立場（Groot 2004）。
直至第二次國共內戰前，共產黨著手擴大其地下黨員對主要城市的影響，如

上海及北京，這些城市大部分被國民黨排除在外。共產黨除了加強對既有民主黨派

的工作之外，開始鼓勵成立新團體，或創造代理人（proxies）代表不同利益團體，
企圖呈現反國民黨聲量的多重性。多數的既有和新興團體若非受到共產黨的全然掌

控，便是深受該黨的極大影響。這些民主黨派雖然看似獨立，卻一面呼籲民主，一

面擁護共產黨之地位，批評其他民主黨派和國民黨的缺失。倘若國民黨當時真如美

國所願般發起全國選舉，共產黨便能獲得大量的盟友，贏得更多城市選民支持的機

會。

如果國民黨的行動和統一戰線的工作皆激發人們投向共產黨，那麼共產黨勢必

將感到滿意；又倘若國民黨先前的認同人士（sympathizers）能放棄對黨的熱烈支
持，態度轉為消極，同樣能使共產黨稱心如意。這股消極越是強烈，國民黨就越是

虛弱、越是政治孤立。1947年 10月國民黨將民盟宣布為非法團體時，便象徵著國
民黨越發孤立無援，以及共產黨日益壯大的合法性。多數民主黨派在 1948年 5月
1日的協商會議中公開擁護共產黨，使之在鞏固共產黨對國家權力的掌控上，代表
城市中產階級（urban bourgeoisie）扮演關鍵角色（Groot 2004）。這些民主黨派加
入流亡（in exile）的共產黨，並在日後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這項新立法法案中，成
為組成分子。該會議為最終的全國人民大會制度（以下簡稱人大）鋪路，並以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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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諮詢實體自處，之後更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下簡稱政協），成為統戰

工作的終極代表組織。

共產黨擴大己營之關鍵在於包含重大政治退讓的複雜政策總和，如聲稱放棄激

進的財產徵收制，改採租稅減免，並宣示欲奉行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毛澤東的新

民主主義（On New Democracy）（ Mao 1967[1939], 339-384）主張長期的階級共
存和所有權形式，同時保證自由與民主。以培養友誼、施以恩情、提供財務或實際

援助為手段，並強烈呼籲愛國主義和民主等利他精神，建構對關鍵人物、公開支持

組織、累積會員、共產黨滲入和控制民主黨派等工作的廣泛網絡。所有對共產黨表

示友好的團體，將在新的統一戰線制度中代表參與，從而更為民主。共產黨對長期

階級共存和所有權形式的承諾，是為求地主、商人、廠主放心，且為防止倒向國民

黨，所作的一大政治退讓（Hu 1994）。另外，因為各民主黨派往往來自接觸並力
求代表不同社會階層，對中國政治社會和共產黨的發展貢獻良多。這些退讓與共存

將「長期」持續，至少在共產黨培育自身專業人才之前，尚需要這些民主黨派的專

業協助。

貳、民主黨派的統合化

當共產黨武力擊潰國民黨後，其統一戰線之目標便轉變為鞏固政權、經濟

生產社會主義化，以及消弭建立在財產私有制的階級制度。其中關鍵的改變是民

主黨派的有效轉型，成為代表特定利益團體的統合主義式組織。如前述章節中提

及，Philippe Schmitter （1974, 97）將用於共產國家的形式，一元統合主義（monist 
corporatism）定義為：

一個代表利益的系統，當中的組成單元是：被組合進和配置為有限的數

目、依據意識形態而被選擇、不存在競爭、功能存在差異、且有階層排

列的分類，並透過單一政黨創造、援助和認證，且被該政黨和相對應的

國家授予代表角色，以換取某程度選擇自身領導層的控制、表達訴求和

動員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是，Schmitter （1979, 65）在那之後調整對一元統合主義的論述，
將之形容為利益中介（intermediation，即訊息的改變導致外部影響）系統，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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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詞彙避免「代表」即是準確傳遞成員偏好的意義指涉。儘管如此，共產黨仍認

為民主黨派確實體現特定團體，並於 1950年的任何情況下，根本無從得知數十年
後利益中介將演變為問題弊端。

在共產黨贏得勝利不久後，便開始吸收出逃的國民黨黨員，以及其他特別針

對國民黨、軍隊和政府官員所招募的成員。從這一層面來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

會代表了國民黨官員、幹部，以及所有與之相關的成員。在拒絕通過若干有關刑事

和外事的團體後，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審查機制正式上路，並最終確認八個民主黨

派。

民主黨派經過意識形態的篩選，其黨員必須接受共產黨領導和政治灌輸。那

些期盼共產黨與國民黨妥協，或對支持所屬的民主黨派搖擺不定的黨員均被開除黨

籍，反共產主義者根本無容身之處，唯有符合共產黨定義的「民主」元素方可加

入。雖然仍存有異質，然最終將因政治教育而逐漸消除。

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在國民黨內部相當不明，其他黨派亦然。
作為最大、亦是最重要的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宣稱自身「是以知識分子，尤以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做為主要組成的政治組織」（Groot 2004, 71），以大學畢業
生和公務人員為主。

中國農工民主黨（以下簡稱農工黨），其前身為鄧演達（1895~1931年）所領
導的左翼革命第三黨，在喪失原本來自憤慨不平的共產黨員和左翼國民黨員的支持

後，該黨轉為招募城市小資產階級，尤以公務人員為主，而最終專注於醫界人士的

吸收。

九三學社則鎖定高水準的文化、教育與科學團體，並最終以代表科學家、學

者、律師為主的民主黨派。該黨早期與農工黨的切割爭議，使之獲得來自西式醫界

的挹注，而農工黨則相對得到中式醫界的援助，藉此，統戰部居中調解齟齬。

中國民主促進會原本以工、商業界為目標，重新定位後以學校老師、校長、作

家、編輯等其他出版業界的人士為主。

中國民主建國會放眼於上海、北京以及天津的重要資產階級，形成以小型貿易

商和工藝師為基礎的團體。

兩個成員最少的民主黨派則是最為專門的團體。首先是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為

滯留大陸地區的臺灣人士，或是國民黨占領臺灣後潛逃至臺灣的大陸人士的代表團

體。另一個專門的民主黨派則是中國致公黨（以公共利益著稱），作為共產黨的公

共顏面，接觸海外華僑，尤其是如洪門秘密或半秘密的團體。兩者皆在 1952年結
束黨員招募，並且在改革開放前鮮少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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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具有顯著意義的是 1951年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創立，該團體源於統
一戰線長期自私人企業獲得重要援助與支持的目標工作，與中國民主建國會合作密

切，導致兩者的領導階層和會議時程時常重疊。

唯有民盟、農工黨，或許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 1950 年以前的形
式，享有某種程度的獨立。其餘的民主黨派皆是中央統戰部的特殊產物，用以挑

撥國民黨，召集對共產運動的支持和宣稱對特定團體和階層的代表權。1950年以
後，所有民主黨派皆以布爾什維克的組織體制重新經過縝密設計，以民主集中制反

映共產黨結構。共產黨藉由統戰部實行控制，影響領導階層的選派、會員的招募、

組織目標和優先順序的設定，以及補助的支出，因而確立鮮明的層級制度。另外，

共產黨針對民主黨派可招募的「進步派」人數（progressives）設有限額，這些進
步派其實大多已是共產黨員，而許多組織員工亦身兼統戰部的幹部，幾乎絲毫不差

的呈現 Schmitter一元統合主義的標準。

參、民主黨派之角色

在共產黨眼裡，民主黨派應當解釋共產黨的需求，說服各自代表階層，接受並

朝向共產黨目標努力，並樹立榜樣。儘管各階層持續共存—民主黨派因此被新民主

正當化—共產黨的首要目標卻是轉化知識分子的思想，使之全力支持社會主義、共

產黨和毛澤東思想。首當其衝的是民主黨派的領導階層，再者是黨員，最後則是目

標團體的所有人，皆須被迫改變思想。透過允許民主黨派代表不同階層，共產黨聲

稱民主黨派的整合是其對民主的承諾之一，而民主黨派獲得的回饋便是表面上顯著

的政府參與。三位全國副主席皆是名義上的無黨籍人士，而有十到十二席的政府部

會首長職缺，被指派給民主黨派的領導階層。然而這些數字實乃言過其實，因為這

些部會首長大多具有共產黨黨員的雙重黨籍（Groot 2004, 71-76）。
有關民主黨派領導階層的職務安排，幾乎在一開始便是問題重重。雖然周恩來

總理堅持「黨際關係同黨內關係，需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

1988, 32-33），但實際的職務派任僅屬名義和形式性質，真正的職務實權由共產黨
籍的副部長掌握。儘管李維漢作為統戰部的部長，鼓吹透過給予盟友適當的職務安

排、責任與發聲管道，與盟友積極協商，情況卻徒增惡化（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

1988, 16）。除此之外，民主黨派亦面臨吸引潛在黨員的侷限，例如共產黨聘任更
多民主黨派黨員的事實，確實在初期締造誘因，然在確保工作無虞後，該民主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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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黨籍也壽終正寢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員會 1991, 140）。
1956 年受共產黨的強烈要求，民主黨派和其支持者被迫改頭換面而嚴重受

挫。自 1950年起，共產黨發起一系列一致的意識形態改造運動。由於主要敵人的
勢力被一一限縮，曾經被視為盟友對抗國民黨的民主黨派領袖，便成為共產黨眼中

的右翼思想堡壘，遭到公開譴責與批鬥，被迫認錯並承諾改變其錯誤思想和基本價

值觀，從民主黨派一路到大學、校園、工廠、辦公室無一倖免。共產黨黨員、共青

團和進步派是改革過程中推動激烈思想的先鋒，而許多無法承受改造壓力的人因此

走向輕生。對此，城市社會所反映的，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就只有越發被動

地對待共產黨的運動。中國民主建國會創辦人、糧食部部長章乃器，批判「進步派

所加諸在身為共產黨黨員氛圍可見與不可見的分離主義，噤聲那些欲躲避批判之

人」（Hinton 1980, 506）。與其冒險招致政治抹黑，恐懼使多數人選擇視若無睹。
為改善共產黨內部問題、增加知識分子的熱誠、和增進民主黨派作為黨的渠

道，毛澤東與共產黨為修正主義運動鋪路，即現今為眾人所知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運動（以下簡稱雙百運動）。毛澤東為求民主黨派放心，承諾「黨內外關係平等，

非共產黨人士實際享有職務與職權。從現在開始，無論何處，在其位者享其權」

（MacFarquhar et al. 1989, 140）。
統戰部因而著手構思全盤計畫，協助民主黨派參與共產黨之修正，改善統一

戰線的問題。雙百運動的重要之處在於揭露民主黨派的任務與結構之間的矛盾，而

該矛盾與時常纏身統戰部（民主黨派的實際控制者）的問題密不可分。比起其他共

產黨部門，統戰部原則上缺乏資源，條件更為苛刻，因此在幹部徵才上面臨困難。

統一戰線的幹部經常遭到忽略，或被交付不切實際的任務（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

1988, 285-292）。儘管李維漢的允諾從未兌現，這些問題或許是促使其決心交付民
主黨派自主管理的關鍵（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 1988, 285-292）。

對民主黨派而言，在統戰部管控黨員資格、黨派發展、黨員職業與地理分布限

制的背景下，元氣大傷。民盟的章伯鈞和羅隆基均表示，對未能建構獨立思考或實

施特定做法的無能，深感挫敗。根據國民黨，一股無力感瀰漫在各民主黨派之間，

萌生出消極為「客」的心態（Hilton 1980, 507）。
這股無力感源自於民主黨派在實際參與或貢獻政府的迅速落寞。遭到奉行分離

主義的共產黨官員的忽略、漠視或刻意排擠，民主黨派被拒於門外，即便是如黃炎

培的民盟大老、輕工業部部長，也曾在索取文件時，被自家部門因安全緣由而拒絕

碰壁（Hilton 1980, 504）。這股分離主義在各階層隨處可見，而往往由不適任的共
產黨黨員占盡優勢，除非需要有人背黑鍋，民主黨派通常占不到任何便宜職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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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弊端甚至延伸至人大與政協，當民主黨派討論重大議題之際，共產黨早已做

好決策而充耳不聞。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王昆侖表示，「民主黨派僅是共產黨

顏面上的眉毛」—單純的裝飾罷了（MacFarquhar 1960, 42）。
當毛澤東開放對黨的批判時，民主黨派內部對共產黨積累的厭惡，卻使之迎來

悲慘的後果。儲安平身為重要的民主黨派領袖，也是光明日報的編輯—該刊物是民

主黨派和其他異議人士的發洩管道。毛澤東在面對儲安平發表的文章，和統一戰線

論壇所針對共產黨和其本人遞增的負評，並非很是滋味。儘管被施以壓力，民主黨

派仍不改其本色，毛澤東因而宣布民主黨派的批評言論乃仇敵之舉，發起反右翼運

動回應之，鎖定民主黨派領袖及其黨員，重啟激烈的階級鬥爭（Groot 2004）。
縱使民主黨派曾有短暫的復甦之勢—在毛澤東大躍進的災難性失敗後，第二次

雙百運動的 1961年和 1964年之間—民主黨派變得無關緊要，且在文化大革命早期
遭到正式解散。直至毛澤東死後，改革開放初期，民主黨派才又重新崛起。

我們事後可以看見植根在統合主義結構內的中介體，以及散布在各民主黨派

之間的有效代表權和代理人的扭曲，不但是固有也是故意的。尤其是意識形態的灌

輸，說明所有訊息與想法皆須被校準，迎合共產黨宗旨，並同時改造中產階級的民

主黨派成員和其支持者，使之成為支持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無產階級，以便打造更

為同質、沒有階層之分的社會，國家與利益被清楚調和一致。在這個語境中，藉由

遴選其領導階層而加諸在民主黨派上的束縛、共產黨與進步派的結盟、因倚靠統戰

部而被施加的財務限制，以及一般民主黨派成員幾乎無關緊要的本質，皆使黨國關

係越發茁壯，而民主黨派與其支持者的相對重要性減少。同時，民主黨派亦為毛澤

東強調階級鬥爭作為必要的社會主義改造手段，付出極大的代價。

肆、1980年代民主黨派的復甦

儘管社會主義改造的目標，並未因毛澤東死後遭到捨棄，階級鬥爭的政治、

身體、心理暴力和焦躁卻結束了。統一戰線被迅速檢視，由暫時重返的新民主取而

代之，而市場與私人企業部門再度被允許，並開放外資，強調國防、科學技術、工

業、農業的四個現代化的專業支持。

即便共產黨堅持反右翼運動無誤，東山再起的民主黨派的工作之一，即是協助

平反右翼分子。在反右翼運動中，有 570,000人因為被劃上右翼標籤而被移轉，他
們的技能、人脈、學識因而全被糟蹋。民主黨派的復甦象徵著平反，藉民主黨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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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毛澤東思想主義所滋生的教育系統問題得到部分改善。民主黨派建議改革，

發展付費的輔助學校系統，為缺乏技能與知識的人提供教育訓練。這項平反工作增

加對知識分子的支持，他們是被毛澤東思想主義迫害最深的團體，而民盟和民主促

進會的教育從業成員尤其在這項工作上特別重要。

民主建國會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曾與鄧小平會談，鄧小平對振興股票

市場的建言表示感激，而許多建國會成員在新組織裡表現活躍，如中國中信銀行

（CITIC）。另外，針對 1950年代因徵收企業而對資產階級所虧欠的款項，也已
在投資新企業的共識上發放歸還。

1982年，胡耀邦承諾政府將給非共產黨人士重要的職務安排，並將職務安排
的目標訂為 5000人。終於，民主黨派被憲法綱領所承認，其組成被重新檢視，亦
被鼓勵擴大成長，這些對他們給需要的人諮商、減輕貧窮和提供技術的新任務，如

虎添翼。

1988年到 1989年間，民主黨派的地位得到不少改善，會員數目來到 338,000
人。許多成員利用自身的專業，得到重視並成功抵制某些共產黨的計畫，最知名的

莫過於迫使三峽大壩暫時停工，有些成員的出版刊物甚至成為改革提案的傳聲筒。

最戲劇化的是，在共產黨領導如趙紫陽應許民主黨派更為重要的角色後，民主黨派

備受鼓舞，甚至在 1989年五月和六月走上北京街頭，支持學生抗議。同時，共產
黨向外積極尋求民主黨派的專業協助，欲解決改革開放所衍生的問題，特別是通貨

膨脹。

意料之中的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共產黨對學生的鎮壓，激怒了民主黨派，尤其

是那些對 1950年代心有餘悸的人士。1990年由於懲戒手段的廢除，許多曾被組織
整肅的成員，加入抗議行動。政治系統的逐漸開放，讓民主黨派的願望與牢騷得以

藉另一扇窗抒發。不過，民主黨派憂心各黨同質性太高，欲發展個別鮮明的特色，

有些人士倡議獨立的黨旗與黨徽，並劃分專有的政治平臺。然而諸多對民主黨派的

抱怨，始終圍繞在民主黨派成員侷限性的本質、嚴重的內部爭鬥，以及領導階層時

常未跟成員協商，便擅自公開表達立場的事實。一位成員對民主黨派的問題做出總

結：「一人做事，有三人反對；兩人調查，十人有散播謠言」（任濤 1987）。
民主黨派和統戰部的關係亦有嫌隙，被指派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年輕幹部，因為

缺乏學識與相關經驗，對調和自身任務與政治素養感到困難，導致階級鬥爭惡化。

更糟的是，鑒於對共產黨挹注經費的倚賴，民主黨派一再面臨財務問題。

共產黨政策的恣意改變，往往使民主黨派深受影響，因此，民主黨派傾向支

持任何強化其合法地位，並提升自身在政協地位的政策。與共產黨交涉時，民主黨



 自我毀滅的秘密武器？統合主義對統一戰線的制度性侷限　11

派的主要優勢大部分落於本身技術專業的權威，這般現象在政協清晰可見。然而在

1980年代，民主黨派參與政協的情形與 1950年代無異，基本上屬虛應故事。代表
團以個人名義出席，會議議程被延誤發放，又會議安排規模太大導致安排給各代表

的時間短暫，根本無法在議程事項上發揮影響力。

在鎮壓學生運動之後，令人注目的是由江澤民所領導之共產黨，允諾在國家事

務上，授予民主黨派與其他統一戰線團體更多重要職務。1990年代早期，存在一
股對民主黨派的樂觀看法，認為其條件將獲得改善，尤其在政策發展上有更大的話

語權。然而，幾乎肯定的是中國在歷經短暫國際孤立和經濟反彈後，共產黨對於遵

守其在 1989年 12月《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的意見》所暗示的承諾（Beijing Review 1990），便興致缺缺。可見危機過後，共
產黨又故態復萌。

伍、21世紀的民主黨派

現今的中國與九十年代的中國大相逕庭，更遑論與五十年代的中國相比。中國

的社經狀況越發複雜，統戰部謀求團結中國所有階層之挑戰亦然，而民主黨派被要

求協助反映社會日益繁複之事實。現今民主黨派的全部成員接近一百萬人，2007
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民主同盟有 184,480名會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有 82,000
名會員、中國民主建國會有 103,000名會員、中國民主促進會有 109,000名會員、
中國農工民主黨有 102,000名會員、致公黨有 30,000名會員、九三學社有 105,000
名會員、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有 2,600名會員（梅清海 2008, 67-71）。與 1997年
466,000名的全部會員人數相比，該數字其實未見實質的雙倍成長（Groot 2004, 
204）。

共產黨要求每一個民主黨派皆須恪守本分：「團結、重建、體現、調和社會

並鞏固共產黨政權，建立和諧社會，提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游洛屏 2010, 
175）。作為「新時代、新世紀統一戰線」的一部分，民主黨派必須：

1. 促進經濟發展；
2. 走向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3. 促進國家統一和社會和諧；
4. 保證香港與澳門之長期繁榮與促進兩岸關係實質發展；
5. 鞏固黨的階層基數並擴大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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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努力創造正向的國際與區域環境。
而民主黨派作為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手段，一覽無疑。

試圖評析統戰部在任一領域的影響是十分困難的，而釐清其對民主黨派所扮

演之角色更甚。2009 年任命非共產黨黨員的數據顯示，含處以上單位的職務占
32,000名，其中檢察院（Procurate）的高層職務占 19名。另外，在省級部門有 31
名人大代表、29名副市長或副市級主席（Groot 2004, 204）。在非共產黨人士的
職務任命中，最具顯著意義的是陳竺被任命為衛生部部長，而王剛作為民主黨派

人士，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國內共有 17,000名民主黨派人士被任命為特別調查
員，其中有 87位隸屬國家部門、近 1,000名被安排為政府顧問、1,600名被安排至
中央或其直屬的文化歷史研究協會。這些統一戰線的職務安排屬於事務官，並非政

務官（Groot 2004, 180），與黨職安排有著天壤之別，再度突顯民主黨派的弱勢。
雖然這些職務安排數目超過胡耀邦 5,000名的目標，在整體中國的官僚體制下仍屬
九牛一毛，光是 2005年處級人員就共有 620,000名（Anyang 2006；中國共產黨新
聞 2006）。

政協仍是民主黨派輸出專業的主要管道。近期文獻著眼於政協一路自統一戰

線，發展成「中國政治制度重要的一部分」（胡筱秀 2010, 154-157），企圖提升
該制度之地位、影響力和合法性。自 1993年，在政協給中央政府近兩百項重大提
案的基礎上，提升政協地位的努力獲得了回報（游洛屏 2010, 180），截至 2008
年，中央政府收到 5056項提案、派出 4738支調查團、發表 16個公共意見報告，
並委任超過九千項專案予調查員（胡筱秀 2010, 144）。政協深入議題、提出問題
和發表建議的重要性，看似逐年攀升。

然而政協的成效卻不彰顯，因為所有的提案取決於共產黨的接受度，否則僅屬

建議性質。胡筱秀暗示政協的報告與提案本身，是為反映共產黨強烈關注的議題，

然而胡僅列出九項執行成功的提案（胡筱秀 2010, 148）。這或許說明統一戰線實
際僅強調 1980年代，以科技官僚為基礎，反對三峽大壩工程的民主黨派，作為政
協成效的重要範例（Groot 2004, 166-169）。同樣地，從政協收到超過 95,000封書
寫遺憾和建議信件的事實中，顯示議題的解決或進展根本無從得知（胡筱秀 2010, 
144）。

有關政協問題弊病的言論，有筆者批評許多民主黨派的提案品質惡劣（胡筱

秀 2010, 149），而調查民主黨派無法維持良好表現的原因，多方面來說就足以揭
露和持續反映自 50年代至 80年代間，植根在共產黨一元統合主義結構下的問題是
無甚轉變的。民主黨派並非一般為共同目標，自由連結個人的團體，他們是長期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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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設置—監督外部及內部兩者—是共產黨主導的黨的建設與多元監督的一部分。

一項案例研究指出某一城市的民主黨派人士，只有 43%直接申請職務，其餘均由
統戰部推薦、黨內朋友介紹或由民主黨派自行招募。可見這些成員對民主政黨缺乏

知識、政治意識不足，加入的動機乃基於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或組織安排的結果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2008, 505）。對許多人來說，擁有民主黨派的黨籍是擁有自
我實現的手段，能夠獲得升遷，或某種程度上為工作單位達成目標。因此，握有黨

籍的福利之一，便是在黨內或政協內部相對快速地晉升（劉紅凜 2010）。
理論上，投機分子理應在統戰部指揮的嚴苛篩選制度中剔除，該制度之軟肋在

於統戰部對黨的各個級別均設有工作項目。在較低級別中，來自當地政黨的資金往

往不足，使招募合格的幹部成為問題，而各自地方單位可能早有計畫，對達到會員

目標倍感壓力。然而，這些缺失僅部分說明招募會員的「問題」和其後果。

根據共產黨 /統一戰線之綱領，民主黨派的會員資格取決於該候選人是否具有
特定圈內的影響力、主要團體的代表性、與共產黨合作之能力、以及有效政治協商

的能力和水準（梅清海 2008, 47）。基於統一戰線和共產黨的需求轉變—如現今以
經濟發展為首要要求—顯示各政黨傾向招募與當前需求最切的專家，或是能推動經

濟成長的人士，使各民主黨派侷限在相當狹隘的職業範圍或特定背景。

然而，作為專家和作為職業或社會團體的影響人士並非同一件事，兩者關係微

妙，但統戰部對二者的評斷標準不明。雖然普遍認為候選人應該具備主要團體之代

表性，但若涉及定義、合適標準以及評量方式時便問題叢生。當然，以統計方法判

斷個人是否呈現若干或所有團體的主要特徵是全然可能的，在不盡然需要成員承認

其代表性，或在任何政治層面上接受其作為合法代表的情形下，這些個人仍能代表

團體。統計方法即便具有科學的準確度，與共產黨當前對科學發展觀的需求看似相

輔相成，仍缺乏民主合法性。這樣或多或少帶有隨意獨斷的方式，將具備相同特徵

的人集合起來，並不能確保其任何能力或攜手合作的意願。

另一個帶有重要意涵的會員資格條件是與共產黨合作的能力，這項標準隱含

1979年由鄧小平所揭示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
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爾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和諧社會」亦被加入鄧小平理論。即便

加入民主黨派，成員仍需接受民主黨派以及統一戰線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政治教

育；然而，由於不再如 1950年代被要求澈底改變思想或意識改造，對潛在會員而
言，接受政治教育的要求與否儼然已無關緊要了（Groot 1998）。

會員是否願意接受共產黨領導以及其在統一戰線的角色，將影響民主黨派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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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協商的能力與素質。若質疑共產黨的領導權威，則會員的能力與素質將不備

受肯定。一方面，有關政治協商能力的標準暗示對擁有優秀人際關係技能，以及在

複雜黨國體系內談判能力的需求，因為那些在職業或學術上享譽盛名的專家不盡然

具備這些技能；另一方面，雖然擁有高素質表示符合會員標準，在專業領域受人尊

重，但這通常亦被延伸至個人道德層面，尤其涉嫌貪腐之際。鑒於調查貪腐是民主

黨派在共產黨、民主黨派共同監督下的重要工作，個人操守亦是重要考量。

這些共產黨所設的標準乃試圖凝聚其政治上可以倚靠的力量，以利獲得調查共

產黨內部如敏感紀律和貪腐問題的客觀專業，用以調查弊病、建議政策、檢視法律

規範、提供外部專門知識等工作事項。 
儘管共產黨的種種設限，民主黨派仍應具備體現並象徵所代表團體之能力。

就其在公共議題和意見的調查與報告上，近來文獻形容民主黨派具有「輸送帶」和

「橋梁」的功能，隱含其直接、忠實和不經中介的傳遞特質。如果成員擁有所要求

的技能和特質，他們將會是民主動能與效能的來源，而他們對政協、共產黨，以及

政府的提案也應該是有益的。再者，鑒於彼此間代表之團體不同，民主黨派也理應

具備獨特明確的特質。

然而，雖然有關民主黨派組織性的討論缺失少之又少，但是大都勾勒出既相異

卻又相似的論述。如同上述所提及的，很多人在未符合標準、又非為成就大我的動

機下，加入民主黨派。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當前遍及全國的民主黨派領袖，沒有一

位能匹敵其創辦人如費孝通、羅隆基、章伯鈞、張東蓀或梁漱溟的名聲、地位和影

響力。

即便歷史和支持者迥異，要找出各民主黨派間真實的不同之處實屬不易。有

關民主黨派的研究不斷強調發展各自特色，反映民主黨派的單一性招致批評。更重

要的是，許多民主黨派分部的功能彰顯不佳，並飽受組織癱瘓問題（梅清海 2008, 
80），如許多既定安排的閱讀文件（reading documents）會議吸引力不再，徒剩茶
會性質（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2008, 144）。而諸多出國深造或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的
專家，與那些在統一戰線得到重用的人對立，是造成這些專家不重視會員身分的另

一項原因（田曉玉 2010, 116-118）。
除了聊天和學習黨精神之外，分部對一般黨員毫無用處。如指導手冊以及其他

守則所指示，大部分統戰部的關注落在揀選並訓練領導班子，為將來政府、政協與

人大高層儲備領導幹部。這些民主黨派內部派任的職務，無須對會員具影響力，或

獲得會員的同意與贊成。對許多一般黨員而言—即便是那些已被派有職務的—對民

主黨派的無用論、無權論、形式論習以為常（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2008, 94）。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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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協內部，「說真話越來越困難，因為領導（共產黨）不樂聽，而說謊話惹百姓

生氣，唯有說笑話大家都開心。」（游洛屏 2010, 109）
爰此，形式主義作為主要問題是意料之內的事。形式主義消磨民主黨派成員和

政協代表的滿腔熱血，打擊所有專家—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所費盡之努力，其報告

的接受度或任何結果之反饋，全然由黨國制度斟酌決定。更糟的是，任何成功的榮

耀或名譽都是屬於共產黨的，所以民主黨派的提案和建言變得無關緊要，也不足為

奇，反倒是代表若相信共產黨想聽什麼或政府想要什麼都一一呈現。而另一項招致

批評的不利因素，是政府提名民主黨派人士，參與協助維護政府利益的工作。

縱使近來對於統一戰線缺失的公開討論逐漸攀升，但如同此處所引證的，對缺

失的成因並未有深入分析。即便承認政府政策、法律以及制度需要被檢視，當代的

問題和 1950年代所面臨的難題始終如出一轍，而常見的解決提案包括：揀選適任
的民主黨員及領導階層、提高會員素質、道德勸誡（如鼓勵會員勇於承擔責任）、

呼籲利他精神與愛國主義、政治教育、黨的建設，而最重要的是加強黨的領導。居

於二線（sidelined）的民主黨派領袖看似對其自身的成員，並未握有太大的影響。
民主黨派和政協的缺失將共產黨一元統合主義形式的侷限與其導致的後果展示

得一覽無遺。因為其代表的基礎過於偏頗，任何民主黨派（有限）的成功，無法確

切體現或代表其目標群體，更無法扮演準確的「輸送帶」，傳遞支持者意見或公共

言論。另外，如果其支持者不滿意共產黨，則接受共產黨政治要求的後果，即是加

入民主黨派將會加深黨員和支持者之間的鴻溝。畢竟，後者對於民主黨派的會員標

準或領導選擇是毫無話語權的，任何成功代表選民意見的案例，並非是基於共產黨

廣泛且深入的控制，而是控制下單純的偶然事件。全部經承認的七十一萬名民主黨

派人數僅占共產黨七千萬名黨員的百分之一，兩者的權力不對稱是十分龐大的。

那些對制度和其潛力仍抱有希望的，主要則訴求更多法律、程序、和規範

化，以期改善效能，但這些方法無法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最近一項有關改善效能

的努力，是 2005年基於 1989年促進多黨合作宣言的指示，該指示列舉多種協商形
式，並增加具體說明（人民日報 2005）。然而，越多的規範則顯示問題的根本依
然無從改善。

陸、對宗教人士和少數族群的隱含

共產黨在數量稀少卻影響重大的宗教團體和少數族群上投資不少心血，兩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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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一戰線有重要的代表團體，並時常在人大與政協披著民族和宗教的道義外衣，

刻意招搖。關於兩者在統一戰線的討論，與關於民主黨派的討論相異，「因為只

要涉及兩者之一的事，就沒有小事這回事」（梅清海 2008, 8）；也就是說，即便
是關乎其一的小問題皆有可能升級發展為大危機。在中國有 55個少數族群，占全
中國人口 8.5%，共有一億五百萬人，大部分居住在邊境地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05）。另外，中國五大信仰尚有數百萬名的佛教、道教、基督
新教、天主教和回教信徒—有些人是因為民族傳統而接受該宗教信仰。這些少數民

族和宗教團體是外部人權組織的主要觀察對象。

如果統一戰線從這些族群所得到的數據，能提供關於其代表群體即時準確的訊

息，理論上便能避免爭執爆發。從共產黨控制民主黨派的教訓中，透露揀選能夠真

實反映民意的代表是極其不易的，就算真的有一時之選，後果也有可能因為共產黨

的控制，而侷限傳遞確切建議和真實意見的能力。

在宗教領袖代表方面，首要標準要求「愛國、積極，並對國土和國家統一與

發展有所貢獻」（梅清海 2008, 132），他們必須「維護社會主義、維護共產黨領
導並尊重法律」（梅清海 2008, 132）。在面臨信仰人數攀升，以及共產黨所畏懼
的外來惡意勢力操弄宗教之際，三萬名中國宗教職業人士被要求接受政治教育（基

於 Carsten Vala檢視宗教—國家關係的延伸解讀）。許多宗教領袖因為缺乏信仰基
礎，統一戰線將加緊草根教育，使民眾信任法律，並建立鄉村責任制度的這些努

力，視為嚴重削弱領袖權威的解套措施（Wang 2008, 49）。
誠然，為滿足物質需求，支持共產黨，並接受政治教育，宣傳黨的政策的宗教

領袖，若作為統一戰線之代表，將會使部分民眾對其基於物質條件考量，喪失其宗

教精神，導致與信眾產生社會落差的認知加深。在共產黨的政策試圖塑造宗教信仰

與習俗，以迎合黨的目標之際，又或如某一位筆者所言，共產黨「改變任何無法滿

足社會進步的內容」（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 2010, 30）之際，
上述認知將更為嚴重。倘若人民以恢復或接受信仰，作為不滿共產黨政策或舉措之

回應，則任何宗教領袖的遴選將引人憤慨，而同樣的現實亦印證在少數民族身上。

鑒於中國少數族群在國土邊界的重要性，以及占有對協助國家統一與穩定起關

鍵作用的全國 9%人口，尤其族群、宗教兩者有時相互牽涉，統一戰線將重點工作
擺放在前述兩者便可想而之。與民主黨派的指示相比，統一戰線《黨的基層統一戰

線工作手冊》的內容出現突兀轉變，前者強調為政協和人大挑選代表，後者則是為

黨和政府揀選合適幹部，而剛好引人詬病的是，這些幹部恰恰是黨執行政策的骨幹

和「傳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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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議團體雖然重要，但地位卻相對次要，而揀選代表是相當敏感的議題。有

時民主黨派會釋出公眾異議，但此現象卻從未在民族代表團體（representatives of 
nationalities）中發生，通常該團體的有關決策由上層人決定，且一貫「團結、教育
和思想改造」的政策，仍然是確保團體穩固的核心（全國統一戰線幹部培訓教材編

審委員會 2000, 126-127）。作為幹部和代表的主要原則是「三個離不開」：「漢
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全國統

一戰線幹部培訓教材編審委員會 2000, 132）。代表受到妥善的政治呵護，更在統
一戰線所揭示的原則下，細心照料一切所需（全國統一戰線幹部培訓教材編審委員

會 2000, 126-127）。與其他團體相比，在揀選民族團體代表方面，愛國主義被定
義為全力支持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因此相對重要。在共產黨和政府內部有超過

230,000名代表少數民族的幹部，表示相較於民主黨派，民族團體的地位更為重要
（北京市委統戰部研究室 1998, 87）。

相比民主黨派，統一戰線與少數民族的問題更為明顯。倘若少數民族遭遇歧

視，導致身分認同的混淆，則將引發對共產黨—漢族統治架構的反彈（Hasmath 
2010），期待更多自主，要求家鄉實施實質自治。這些被自動定義為敵我矛盾，
而非族群矛盾。在當前的狀況下，尚無法將上述身分面臨混淆的人民或團體納入統

一戰線，因為基本的先決條件並不存在。

雖然清楚認知統一戰線問題的主要層面，但對問題的解釋仍相對抽象（林尚

立、肖存良 2010, 149-182），且尚需釐清。如果少數民族幹部遵從共產黨指揮，
說明他們極有可能迅速被反對黨的人疏遠，因而降低他們作為黨與人民之間「傳送

帶」傳遞民意的能力，即是中介結構削弱了訊息的準確度。如此，成為黨工或代表

便表示傳達民意的效能將自動減弱。這些問題或許並非是最近叛亂背後的成因，但

極有可能與共產黨無法預期，或阻止問題發生的能力有關。

柒、結論

近期有關統一戰線理論或研究的主要動機，尤其是研究統一戰線表面上在政

協參與政府的角色，是為證明中國建立其特有的代議民主形式。宣傳中國代議民主

作為西方之民主替代，有些人盼望著終結西方對民主與人權之霸權論述（梅清海

2008, 133）。然而，數名中國海外人士認為，即便人大制度並非共產黨統治的橡
皮圖章，政協和統一戰線的願景仍是窒礙難行。因為缺乏能夠證明這套協商制度成



18　中國大陸研究第 62卷第 4期

功的事實（並看清政協與人大作為共產黨的工具的事實），說明所謂的民主黨派和

少數民族團體參與協商，充其量屬形式、象徵性質而非實質。

雖然許多研究人士體認此一問題，但他們的解決之道，如挑選勇於負責的代

表、政治教育、黨的建設甚至是共產黨領導，惡化了共產黨統合主義結構的內生問

題。共產黨對民主黨派在各個層面上的控制，從會員標準、指派領導階層、要求服

從、仰賴外來挹注等等，均使民主黨派不得不向共產黨千依百順，缺乏自主，無法

作為一個真正的政黨。所有施加在民主政黨的控制，全然是為了防止其成為有獨立

意識、組織整合的政黨，以杜絕任何潛在反對。因為民主黨派所有的行動與晉升取

決於共產黨的需求，所以民主黨派的黨籍變得可有可無，最近的一個例子，便是

2005年萬鋼空降到致公黨，成為 30年以來第一個被稱做「非共產黨領導」的政府
部門首長。萬鋼一路提拔的過程說明其本身極有可能是共產黨黨員，暗示無論民主

黨派領袖多麼認真工作，很有可能在升遷時被共產黨黨員取代，而如此情形只是讓

民主黨派領袖感到徒勞喪志。

40年代的統一戰線有能力也確實吸收了一些固執的人—有些甚至具有反共產
黨傾向—但在 1949年 10月後便不再吸收異己了。自 1950年起，共產黨以排除異
議為目標，所有的政策皆是以會員改造作為宣傳典範，對於準確反映民意的需求極

小，即便偶而有領導高層坦率直言，讓民主黨派暫時享有叛逆，民主黨派同質化的

傾向仍不可逆轉。

統一戰線的成員皆在共產黨的指示下發展，導致統一戰線的成員和共產黨間趨

於同化。然而，雖然會員組成趨同，卻並未趨於團結，因為會員仍缺乏團結一致的

理由。另外，共產黨控制統一戰線，深化宗教領袖和少數民族代表與支持者間的鴻

溝，導致即使支持者向上傳達不滿的能力，儼然弱於共產黨向下宣導指令的力道，

現今可能因為這道鴻溝，使共產黨的宣導指令不被全盤接受。

目前統一戰線作為共產黨宣傳工具的表現仍屬尚可。雖然遴選代表的制度產生

諸多如到底是誰代表誰的疑問，但這套制度仍提供共產黨，向外聲稱具備主要團體

代表性，發展民主的基礎。除此之外，共產黨看似滿足於現況，不願採取任何反映

西方思想的改變，因為改變如同宣告共產黨的政治失利，故寧可花錢買通可能成為

反對派的個人。因此，就共產黨而言，其失能的統合主義仍還算差強人意。

*　　*　　*

 （收件：108年 7月 25日，接受：108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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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people, including many Chinese, think that united front work is 
something that finished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sed armed force 
to defeat the Guomindang (GMD) in 1949.  In reality, united front work was 
always much more than communist-nationalist cooperation and included many 
political groups, Overseas Chinese,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the like.  It also 
included a number of minor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MPGs) some of which 
came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CP united front strategies aimed at isolating 
the GMD.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1950-56) these so-called democratic 
parties, reorganized by the CCP along corporatist line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helping and smoothing the dramatic changes.  Resentments about problems 
of CCP influence over the MPGs were aired in the Hundred Flowers movement 
of 1956/57 but as China was moving towards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and class, these problems were not important.  The MPGs also helped support 
the economic reforms which began in the late 1970s.  Now that Chinese society 
is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layered with ever more socio-economic groups,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UFD) and the parties are being asked 
to represent and unite with these new groups to secure CCP leadership and 
promote both development and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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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1950s still exist but 
are now more likely to be detrimental in that the CCP’s excessive controls on 
selection do not allow for an accurate enough refl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new 
social groups that the MPGs are now also expected to represent.

Extrapolating these systemic problems may also help to explain 
shortcomings in the UFD’s ability to prevent unrest among other key groups 
such as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ethnic minorities.

Keywords:  United Front Work, Corporatism, Systemic Limitations,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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